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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周孝道与判例精神 

黄  震

    一、问题的提出 

    
    “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，可谓为‘孝的文化’”。[01]就中国法律文化史而言，西周之时道德上视

“不孝不友”为“元恶大憝”，法律上实行“议事以制”；汉代统治者大张旗鼓地推行“以孝治天下”，

法律上则有“引经决狱”。这也许并不是历史的偶然。“孝”在其中的作用，颇值得我们深究。 

    
    中国古代的“议事以制”和“引经决狱”，武树臣先生以为这两种法律现象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法

律的判例制度。[02]本文所说的判例精神是指司法过程中遵循先例的精神，笔者以为判例制度里也蕴含着

判例精神。判例精神与孝道同时兴起和复兴，是否表明孝道与中国古代法的判例精神有某种内在联系?汉
代孝道与法制的关系已有不少学者加以研究，[03]而西周孝道与法制的关系则少有专论，本文试图以西周

孝道与判例精神之间的关系为中心，进行一番具体的法律文化考察和初步的解释。 

    
    二、殷周之际的大变革 

    
    孝道在商周之际的大变革之后勃兴，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转向。“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，莫剧于

殷周之际。”[04]由于西周伦理思想和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变迁，与殷周之际的西周孝道与判例精神大变革

有着直接的关系，因而在我们研究西周孝道与判例精神的时候，就不能不首先弄清作为其历史背景的殷周

之际大变革的基本情况。 

    
    (一)社会的变革。夏商二代，进入文明社会的历史不久，保留着浓厚的原始氏族的遗风，有学者认为：

“夏商两代应当称之为氏族封建制的社会，而西周则是宗法封建制的社会”。[05]武王灭商是中国上古史

的重大事变，从表面上看，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，但是，政权更迭引起的社会震荡却远不止

此。为了巩固新生的西周政权，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和文化的变革措施，特别是通过确认宗法等级制

度和实行封邦建国的办法，削弱了各地氏族势力，从而改造了中国社会的性质。中国从此进入宗法社会，

而正是宗法社会为“孝”的观念和判例精神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发展的条件。 

    
    (二)制度的变革。王国维阐述说：“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，一曰立子立嫡之制，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

制，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，君天子臣诸侯之制。二日庙数之制。三曰同姓不婚之制。此数者因之所以

治天下，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，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。周公制作之本意，实在

于此。”[06]宗法制是“孝”道得以延伸到法律文化领域的重要支持和保障，也是西周判例精神的制度根

据之一。 

    
    (三)文化的变革。殷商之时，迷信鬼神之风弥漫，“殷人尊神，率民以事神。”(《礼记·表记》)殷人

的宗教是祖先神崇拜，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“上帝”，二者合而为一。后代的商王统治的正当性(合法性)
就在与祖先神的血缘关系。周人灭商后在继承夏商以来的天命论的同时，在动摇的神权观念中加入了

“人”的内容：即强调“德”，淡化“天”。提出“天命靡常”(<诗经·大雅·文王))、“皇天无亲，惟德

是辅”(<左传)僖公五年，引自《周书》)。只有有“德”者才可承受天命，统治者必须“敬天”、“孝

祖”、“保民”，才能“以德配天”，“受天之佑”。周人把殷人合祖先与神为一的一元神宗教分别开

来，“正如《庄子·天下篇》所说，周人‘以天为宗，以德为本’在宗教观念上的敬天，在伦理观念上就

延长而为敬德。同样，在宗教观念上的尊祖，在伦理观念上也就延长而为宗孝”。[07]上帝的权威动摇

了，祖先的权威却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。因而“孝”成为西周社会最重要的道德要求；司法领域中人判

取代了神判。 

    
    三、“孝”道的确立与发展 



    
    关于“孝”的道德的起源，孟子曾概括说：“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”。汉代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

纪》亦将其起源推至传说时代的舜，称舜“顺事父及后母与弟，日以笃谨，匪有懈”，“舜年二十以孝

闻。”[08]当代亦有学者认为孝的意识起源极早，大约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形成。[09]但顾颉刚先生发

现：“‘时代愈后，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’，如舜，在孔子时，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，到《尧

典》就成了一个‘家齐而后国治’的圣人，至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”。[10]大舜至孝的故事被

“层垒”的史学观揭穿了，舜为孝子原来是战国时期的古人附会。“孝”在尧舜时代即使已经产生，也只

是一种观念的萌芽。 

    
    《吕氏春秋·孝行览》说：“《商书》曰：刑三百，罪莫重于不孝。”似乎孝的道德在商代已经出现。

但是“孝”字最早出现于殷商卜辞，仅见一处，且用做地名。此外商代金文出现一次“孝”字，但是用作

人名。也就是说商代的“孝”还少有伦理色彩，这大约与商代宗教迷信色彩浓厚有关。 

    
    明确提出“孝”的概念，并把孝作为其意识形态、伦理观念基本纲领的是西周c周代金文、典籍都出现

大量有关“孝”的记载，如《克鼎》铭云：“天子明德，见孝与申”。在西周鼎器铭文巾，我们见到的不

再是如甲骨卜辞那样对祖先神灵的被动依赖、戒慎恐惧，而多是对祖先功德的歌颂赞美。西周的祖先祭享

不仅是一种对祖灵的献媚，而更是对祖先的—种报本的孝行。另一方面，西周孝的观念增添了敬奉父母的

新涵义。尤其是到了西周末期，孝之内涵由祀祖追孝向善事父母的过渡趋势更为明显。在《尚书》、《诗

经》等反映西周思想文化的主要典籍中，我们发现不少关于孝敬父母的文献资料。如：“肇牵车牛，远服

贾用，孝养厥父母。”(《尚书·酒诰》)“元恶大憝，矧惟不孝不友。子弗祗服厥父事，大伤厥考心。”

((周书·康诰》)“取妻如之何?必告父母。”(《诗经·齐风·南山》)“将仲子兮，无逾我里，无折我树杞。

岂敢爱之，畏我父母。仲可怀也，父母之言亦可畏也。”(《诗经·郑风·将仲子》)《周书》、<诗经》等著

作屡见“追孝”、“孝享”、“孝祀”等字样，足见“孝”的观念已经广泛流行。 

    
    在宗法血缘关系浓厚的气氛之中，周人道德的基本范畴是“孝”和“德”，而这种基本伦理价值观念

可以说是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。“孝”本是宗族血缘组织的伦理准则，而“德”的基

本内涵亦即“孝”。孔子解释“孝”为“生，事之以礼，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。”中国最早的辞书

《尔雅》对“孝”的定义是：“善父母为孝”。(《释训》)后来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、朱熹的《四书

章句集注》都沿用了这一说法。礼的精神和家长专制制是中国专制的基础，所以孝是忠的基础。古代有

“移孝为忠”的思维取向。中国古人还认为“夫孝，德之本也。”(《孝经》) 

    
    孝道一出现就与法制结下不解之缘，据《吕氏春秋》引佚《商书》：“刑三百，罪莫重于不孝”。西

周统治者通过法律手段保障“孝”的道德的实现，对于“不孝不友”，“刑兹不赦”。后来的历代统治者

无不继承这一做法，将“不孝罪”列为十恶大罪，严惩不贷。同时，孝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规范，也是社

会控制的手段。孔子说：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，而好作乱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(《论语·学而》)著名思想家马克斯·韦伯在《儒教与道教》中也认识到，“对封建主的孝，是与子女对父

母的孝，学生对老师、官职等级制度中下级对上级，以及一般人对任官者的恭顺相并列的，因为孝对所有

这些人来说原则上是适用的。……孝是履行官僚体制最重要的等级义务五条件的纪律的考验与保证”。

[11]也差不多理解了“孝”与法律的某种关联了。 

    
    四、西周“判例”精神的兴起 

    
    “判例”之说，原非中国本土法律术语，而是近代来自西方法律的专门术语。严格说来，中国古代法

中并没有与西方完全一致的判例概念，但是，人类文化在深层结构和远古时代却有着更多相似或相通的精

神，正如马克斯·韦伯说的：“在与我们主题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上，我们愈是往上追溯历史，就愈能发

现中国人及其文化与西方人及其文化有种种相似之处。”[12]判例精神即是一个代表之例，西周“议事以

制”或“作事谋始”是判例法的中国式的命题。 

    
    (一)从神判到人判：“涉大川”与“见大人” 

    
    《易经》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，保留着对西周时期判例法从神判到人判的转折的记录。商周之际，

“涉大川”是较为通行的神判方式，而“见大人”则是新兴的人判方式。在《易经》中，“涉大川”共出

现12次，其中称“利涉大川”“用涉大川”的共10次，称“不利涉大川”“不可涉大川”的共2次；“见

大人”出现7次，全部为“利见大人”。而“讼”卦则明确断定讼狱之事“利见大人”，“不利涉大

川”。为什么“利见大人，不利涉大川”呢?“讼”卦彖辞：“利见大人，尚中正也”，因为“大人”崇

尚中正之德，能够公平正直地判决：“不可涉大川，入于渊也”，“涉大川”这种神明判决的正当性已受

到怀疑，万一无罪者掉到深渊里，就会造成司法的不公正。讼卦九五：“讼元吉”，象曰：“讼元吉，以

中正也”，也就是相信“大人”(法官)能够恪守中正之道。这表明鬼神迷信正在动摇和衰落，而“大人”



的力量和正当性正在增长；同时亦表明神权法逐渐衰微，判例法正在兴起。 

    
    (二)“作事谋始”即“议事以制” 

    
    以遵循先例为主要特征的判例法的诞生，是西周法律变革的重大成果。《周易》“讼”卦中对此有着

完整而集中的记录，这是“讼”卦最重要的法律文化价值。“讼”卦象传有一个解释说：“天与水违行，

讼。君子以作事谋始。”这句话是读解“讼”卦的意义和了解周代判例法的一把钥匙。“天与水违行”是

描述“讼”卦的卦象，“君子以作事谋始”则阐发了“讼”卦的深意。[13] 

    
    《易经》“讼”卦出现有关“事”字的爻辞有两条：“初六：不永所事，小有言，终吉。”“六三：

食旧德，贞厉，终吉。或从王事，无成。”象传说“君子以作事谋始”，基本是符合爻辞的意思的。根据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事，职也，从史之省声。”“事”乃是“史”专职行为，而“史”，据<说文解字》：

“史，记事者也，本作中又(应为上下结构)从又持中。中，正也。”但是许慎对“中”的解释却已不是原

始本义。据《周礼·秋官·小司寇》：“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中。”“岁终则令群士汁狱弊讼，登中于天。”

可知“中”是据以断狱和记录案件的案卷文册。[14]“中”、“事”均为“史”所操持，古籍多指成事、

判例。延至秦朝还有“廷行事”，汉代有“决事比”，“事”均为判例。因此可以判断，就原始意义而

言，“讼”卦所说的“事”即判例，“王事”即先王创制的成事、判例。 

    
    “作事谋始”的原则即“遵循先例”的判例精神，就是指“大人”通过创制判例以便以后遵循。这种

判例即先例或成事，是具有拘束力的法律渊源。《周易·讼卦》说“初六：不永所事，小有言，终吉。”

就是指在适用判例过程中，由于案件与先例有所不同，判决没有完全符合先例，可能会招致些小灾祸，但

是最终还是吉利的。原因大约是如《象传》所分析：“虽小有言，其辩明也。”西周对于不遵循先例的行

为是有一定的惩罚措施的。“六三：食旧德，贞厉，终吉。或从王事，无成。”是说如果判决越出先例的

判决理由的精神(“旧德”)，占卜得险兆，但最后是吉利的；如果坚守先王之成事，就不能作出判决。因

此，“不克讼，复即命渝，安贞吉。”遇到不能作出判决的狱讼，应该请求王裁决，等到王命就可以作成

判决。这就把“作事谋始”的判例法的基本原则和操作程序都说清楚了。春秋时期晋卿叔向说：“昔先王

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。”(《左传·昭公六年》)与“君子以作事谋始”一样，也是对西周判例法时代司法基

本特征的概括。 

    
    五、“孝”的道德与判例精神的暗合 

    
    西周“孝”的道德与法律中的判例精神有——种内在的暗合，互为支持和援助。一方面，“孝”的要

求从伦理道德上保障了法官遵循祖先成例，即“帅型先考”，从而“孝”道泛化延伸至法律领域，[15]加

强了中国古代法的道德化的倾向；另一方面，“作事谋始”和“议事以制”的判例精神和制度，有效地支

持了孝的道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渗透和展开，从制度方面确认了孝的精神。 

    
    周代贤明的君臣在政治法律生活中，无不严格遵守孝的道德。“成王之孚，下土之式，永言孝思，孝

思维则”(《诗经·大雅·下武》)“武王、周公其达孝矣乎!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”(《中

庸》)“述”即继承、遵循，“孝”的道德保证了先王事业的连续性，“先王之事”大多具有法律效力，

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判例。这就说明孝道本身体现了判例精神。 

    
    “孝”在西周被视为“顺德”，对父母“无违”，(《论语·为政》)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”，这也是与

判例精神一致的。孔子说：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“孟庄子之孝也，其他可

能也，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，是难能也。”(《论语·子张》)“《书》云‘孝惟乎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

政’是亦为政，奚其为政”。(《论语·为政》)。在西周宗法社会，由于宗君合一，不改父道，遵循先王故

事，既是孝道的内在要求，也是判例精神的表现。 

    
    “父母之言，亦可畏也”(《诗经》)，“违命不孝”(《左传·闵公二年》)，对于违反孝道者要进行法

律制裁，强化了判例的拘束力。到《孝经》则宣称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”将根源

于血缘伦理的孝抬到了无以复加的神圣地位。后世之所以能够“以孝治天下”，出现所谓的“泛孝主

义”，大约滥觞于此。 

    
    西周“孝”的道德，可以说是判例精神在中国古代伦理中的一个隐喻，预示着判例法在中国的历史命

运。在封建宗法制度主导的古代中国，孝的道德以其强大的张力，支持着司法领域的判例精神发挥其积极

作用。孝道是判例精神的伦理道德基础，“孝”的道德转化为司法过程中的判例精神，是中国法律伦理化

的一个具体的重要方面。同时，我们应该看到，由于“孝”的观念是基于血缘亲情，而不是理性化的要

求，从而使西周判例精神有别于西方判例法的精神。 

    



    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    
    * 黄震：法学博士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基础法学教研室主任，副教授，硕士生导师。 

    
    [01] 谢幼伟：孝与中国文化》，转引自梁漱溟《中国文化要义》，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1页。在

谢之前，钱穆先生曾称中国文化为“孝的文化”。在《中国文化要义》中梁漱溟先生则将“孝”列为中国

文化的第十三特征。 

    
    [02] 参见武树臣：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五章、第七章等有关章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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